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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型政府建设可以提升政府回应性吗？

基于中国城市大数据的分析  

柳建坤    曾煌烽 

摘要：作为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环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于梳

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但鲜有文献考察改

革对调整政府与公众关系的影响。本文利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数据库、

中国城市行政审批中心数据库以及统计年鉴资料构建了 15 个副省级城

市在 2008 − 2017 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政府回应

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显著提高了政府对公众意

见的回复率，并且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但

该政策效果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从影响机制上看，行政审批中心

的设立显著改善了当地的制度环境，从而为政府回应公众意见创造了

有利条件。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力度，完善行

政审批中心的职能，从而推进回应型政府建设，这对推动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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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Enhance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Analysis based on the big data of Chinese Cities

Jiankun LIU, Huangfeng ZENG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link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the reform of the administrativ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syste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sorting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and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However, few literatures have examined the impact of the reform on adjus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This paper constructs 

panel data of 15 sub provincial cities from 2008 to 2017 by using the local 

party and government message board database of People's Daily Online, the 

database of China Urban Administrativ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Center 

and statistical yearbook data, and examines the impact of administrativ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system reform on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Center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rate to 

public opinions, and this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However, the effect of this policy has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act mechanis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Center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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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c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us creating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spond to public opinions. Therefore, the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reform of the administrativ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system, improve the functions of the administrativ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center, so a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sponsive government, which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KEY WORDS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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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充分发挥公众参与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

作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基层社会治理集中体现在政

府与公众的互动过程之中，而政府回应公众意见是现代政治体制的基本

功能，对于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回应型政府建设，除了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

会议等正规参政渠道获取专业人士的意见外，还运用报纸、广播、电视

等大众传媒搭建起与普通公众互动的桥梁。特别是在近年来信息技术快

速发展和互联网迅速普及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网络问政（online 

political deliberation），包括网站、博客、电子邮件、微博等一系列虚拟

化平台成为公众反映利益诉求的重要载体，公众的政治参与能力得到明

显提升，从而驱动着各级政府进行一系列增强回应性的制度变革，在使

网络问政纳入到制度化轨道的同时形成了多形态的政府回应模式（Meng, 

2019）。

政府采取何种回应方式与驱动其运转的行政管理体制的特征存在着

紧密联系。为顺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政府积极

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进入到 21 世纪以来中国政府

实施的一项旨在提高政府服务职能的重大举措。自 2001 年颁布的《国务

院批转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发〔2001〕33

号 ) 拉开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序幕。此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向全国

扩散，截止到 2016 年已经有 276 个地级市建立了行政审批中心。行政审

批中心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主要组织载体，它将具有审批权限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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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起来为企业开展经营活动提供“一站式”审批，使审批效率明显提

高，减弱了行政部门对社会资源的再分配权力，压缩了腐败行为发生的

空间，降低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经过近二十年的探索，行政审批改

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各级政府取消、下放和调整了大量行政审批项目①，

强化了政府的服务职能，地方营商环境也得到明显改善。党的十八以来，

在党中央所做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署中，加强政府职能转变是重要

内容，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其中处于关键地位，其对优化行政管理体

制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界关于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研究主要关注两大问题：一是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动力、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这方面的文献大多是

理论层面的探讨或基于地方经验的案例分析（何艳玲、李丹，2014；宋

雄伟，2017；沈岿，2014）；二是运用实证方法来评估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的影响，但这方面的文献主要着眼于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集中

表现为检验行政审批制度对企业发展的效果，比如企业的市场进入率（毕

青苗等，2018）、企业创新能力（王永进、冯笑，2018）、企业出口（冯

笑等，2018）、企业规模和生产率的分布（张天华等，2019；郭小年、

邵宜航，2019）、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张天华等，2019）、企业价值（孙

艳阳，2019）、企业投资效率（范少君等，2015）以及整体的营商环境（廖

福崇，2019），但对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受到行政审批制度改

①自 2014 年起。国务院分 9 批审议通过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 618 项，取消

491 项，下放 127 项。具体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请查阅 http://spcx.www.gov.
cn/bmcx/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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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影响则缺少实证层面的讨论。虽然政府和企业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中扮演着审批主体和审批客体的角色，因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效果会

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直接地体现出来（何晓斌等，2022）。然而，从体制

层面来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本身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通过简政放权来加强政府的服务职能，

而服务型政府具体体现在政府对公众意见和诉求的回应过程中。实证研

究表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释放出很大的制度红利，使得政府与市场和

社会的关系都得到显著改善，政府自身运行的经济性、效果性、效率性

和公正性均得到加强（范柏乃、张电电，2018）。另有研究则提供了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可以提升政府绩效的证据，并且这一正向效应在与公众

的利益诉求具有直接联系的政府信息公开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何文

盛等，2019）。总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运行逻辑以及相关研究提供

的经验证据都表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效果可能会在政府对公众意见的

回应中反映出来。鉴于此，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是否可以促使政府回应公众的利益诉求？是什么机制使得上述关系得

以形成？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将为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进一步推动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提供了有力支撑，并且为推动回应型政府建设供可供参考

的实现路径，进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本文使用人民网地方党政留言板数据库，并且在副省级城市层面匹

配了行政审批中心信息，由此构建了覆盖 15 个副省级城市、时间跨度为

2008—2017 年的面板数据，进而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评估了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对政府回应公众意见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设立行政审批中心

可以显著提升政府对公众意见的回复率，但改革的正向效果存在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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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差异。机制分析表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以通过改善当地的制度

环境来推动回应型政府建设。

本文的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即梳理已有讨论

影响政府回应性因素的文献；第三部分是在理论层面分析行政审批制度

影响政府回应性的逻辑，进而提出研究假设；第四部分是研究设计，介

绍数据来源、变量操作化和模型设定；第五部分为报告实证分析结果；

最后是本文的结论以及对其中涉及的重要现实问题的讨论。

二、文献回顾

近代以来，在西方的启蒙运动中发展出了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理

论，人民主权的理念在世界各国的革命实践中逐渐成为社会各阶层的

共识，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获取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政府迅

速且有效地回应公众意见是政府切实履行对公众的义务的具体表现，

它体现着现代政治体制的基本功能。Dahl（1971）认为，民主本身仅仅

是由公众主导的政府的外在形式，它的实质在于政府可以对公众的偏

好予以持续不断地回应。1970 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New Public 

Management movement）大力倡导以政府回应为核心的行政治理理念，

强调行政部门应依据公众的意见和需求制定公共政策。在这一运动的推

动下，1990 年代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回应性确立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

目标之一，形成了建设回应型政府的全球性潮流。

在理论上，政府回应性（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是指政府代

表的公权力所采取的政策决定与公众的政策偏好之间的一致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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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s & Kim, 2011）。回应型政府的评价标准就在于政府所制定的

政策是否符合公众的需求并且根据公众需求的改变相应地调整政策，由

此才能获得保证政府治理得以运行的合法性。政府回应主要有两种表现

形式：它既可以通过考察公众偏好与政策建议的异质性来直接测量，也

可以以政府是否将公众偏好纳入到政策议程作为一种间接的度量指标。

Malesky et al.（2010）在对越南的研究中使用议员在国会中向总理和内

阁的提问中是否使用地方性问题或选民的需求来测量议员对选民的回应

性。Meng et al.（2014）采用中国地方官员是否愿意将公众提出的意见纳

入政策制定过程中作为政府回应性的测度。此外，政府的回应方式不仅

会根据公众意见中所包含的利益诉求的类型差异而做出调整，也会受到

公众反映意见的能力的影响。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的

迅速普及，网络平台成为政府与公众互动的主要载体，由此形成的“网

络问政”（online political deliberation）大大强化了公众意见表达的能力，

反过来促使政府加快增强回应性的制度变革，从而形成了多样化的回应

制度。Meng（2019）通过对人民网地方党政留言板数据的分析归纳出当

代中国存在的七类网络回应制度，包括党委主导型、混合型、政府主导型、

吸纳部门主导型、业务部门主导型、督导部门主导型和信访主导型。

现有关于政府回应性的影响因素的文献主要是以西方国家为对象。

大多数研究者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分析政府回应的原因，将政府回应视

为是对来自公众对其所施加的压力的一种反应，但关于这种压力的产生

方式存在很大的争议。一方面，选举理论（Electoral theories）认为选民

可以利用选票来制裁差的政治人物并选择好的政治人物，因而所选出的

政府往往会积极回应公众提出的需求。在这里，公众主要是通过选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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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间接地向政府施加压力。Besley et al.（1995）构建了政治行为的声誉

构建模型，并通过对 1950 年至 1986 年美国州长选举数据的分析发现，

在选举之前，受到任期约束的现任州长对公众在税收和政府支出方面的

要求的回应明显更强。Canes‐Wrone & Shotts（2004）更关注美国总统

对公众舆论的回应能力，发现现任总统在下届大选临近之时会对公众舆

论反应更快。Grose et al.（2015）以美国参议员为对象进行的田野实验发现，

美国参议员非常重视公众对其在竞选中的说辞，因而会针对公众的特点

对竞选说辞进行量身定制，并且这一策略的效果非常明显。另一方面，

公众也可以通过采取政治行动直接向政府施加压力并迫使其回应所提出

的利益诉求。参与理论（Participatory theories）强调促使政府做出回应

的压力也可能直接来自于公众，这主要是通过公众采取实际的政治行动

来实现的，比如抗议、公开演讲、游说、展开集体行动或与政府官员建

立直接联系。Cleary（2007）以墨西哥为背景对上述两种竞争性的观点

进行了检验，通过对 1989 年到 2000 年墨西哥 2400 个城市的选举数据以

及其他经济社会数据的分析发现，选举竞争对政府回应没有影响，公众

的政治参与能力及其与官员的合作程度具有显著效果。

如果按照西方的选举竞争理论来解释的话，转型国家缺乏促使政府

有效回应公众意见的一系列条件，比如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度使官员缺乏

听取社会舆论的激励，缺少将公众的偏好与政府决定连接在一起的正式

性机制，较为匮乏的政治知识和经验使公众难以形成成熟的政策偏好，

公众的政治能力很难对官员构成制约等（Roberts & Kim, 2011）。但最

近的针对转型国家的研究否定了上述假定，这类国家的政府在实际运行

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对公众意见回应的积极性。Hassid et al.（2011）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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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和中国进行的质性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对社会舆论的回应更加

迅速，而实行西方选举制度的肯尼亚的反应相对迟缓。事实上，转型国

家所出现的政府积极回应的现象与公众自下而上施加的压力有很大关

系，但这种压力并非源自竞争性的选举制度，而是公众参加集体性的政

治行动对政体稳定性的影响（King et al., 2013；Meng et al., 2017）。与

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在转型国家来自上级政府的压力是促使基层政府对

公民意见做出回应的重要来源。在转型国家，官员的晋升往往是由上级

部门根据政绩来决定，而维护地方社会稳定是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因

而下级官员出于职位晋升和避免惩罚的动机而回应公众意见。而且，转

型国家的国家治理存在明显的“委托—代理”问题，作为委托人的上级

政府与作为代理人的下级政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使得上级官

员难以监视和评估下级官员，但可以依靠公众来获取有关下级官员的行

为的信息，因而会鼓励下级政府对当地公众的意见做出回应。Chen et 

al.（2016）以中国为背景考察了影响官员回应公众意见的动机，通过对

2103 个县政府的在线田野实验的研究发现，对于公众参与集体行动的考

虑和来自于上级政府的压力会促使县级政府作出更积极的回应。

对上述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大多数学者是采用比较政治视角考察

中国政府回应能力的影响因素，由于是以西方选举制度的国家作为比较

对象，因而政治体制被视为影响政府回应能力的主要因素。虽然这种宏

观层次的制度视角在比较政治研究中有一定的适用性，但在对国家内部

的区域比较研究中则很难提供有力的解释。一个国家内部，即使各地区

的政府在行政系统中处于同一序列，但由于地区本身存在着经济社会发

展程度的差异，导致政府的治理模式各有不同，这使得制度环境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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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区层面体现出来。特别是在转型国家中，各地区推进体制转型的速

度不一，因而地区之间的制度环境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以中国为例，市

场化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但西部内陆省份的市场化进程相比于

东部沿海地区较为迟缓，在法律体系的完备程度、政府干预程度、金融

市场的发育程度等方面相对落后，使得社会力量的发展较为缓慢，因而

公众在与政府的互动过程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除了忽略制度环境在地

区层面存在的差异外，以往的研究也忽视了制度环境变迁对政府回应能

力产生的影响。政治制度的调整和变革是制度环境变迁的根源，而政府

对自身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会直接影响政府的回应能力。总之，现有

文献在理论上未能对一国内部不同地区的政府回应的影响因素提供动态

性的制度解释。而且，在方法层面，以往研究基于截面数据分析得出的

结论在可靠性上可能存疑。鉴于此，本研究以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

副省级城市为对象，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一外生事件考察制度环境

变迁对政府回应能力的影响，这将在内容、理论和方法三个层面推进既

有的研究。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制度环境与政府回应

制度是影响国家能力强弱的关键因素，其对经济增长、政府公共

品供给、政府运行效率等都具有重要影响（Lyer, 2010; Michalopoulos & 

Papaioannou, 2013；Mattingly, 2017）。与欧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

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起步较晚，并且缺乏健全和高效的法律体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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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制度环境处于不完善的状态，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更大，官员权力缺乏有效约束，造成政府回应公众意见的能力明显弱于

发达国家。例如，社会舆论是一种重要的针对公权力的监督机制，其在

提高官员廉洁度、促进政府规范执法、防止权力过度集中等方面具有明

显效果（Ahrend, 2000；Djankov et al., 2003；Besley & Prat, 2006）。因此，

舆论的自由度可以较好地测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环境，其对促使政

府回应公众意见具有积极影响。Besley & Burgess（2002）基于公众知情

能力建立了解决政治代理问题的模型，并通过在印度搜集的数据分析发

现，当地方遭遇自然灾害时，报纸发行量较高的地区的政府会在救济物

品分配和救灾支出上的反应更加迅速。

中国在 1978 年后开启了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体制转型进程，由此带来

的制度环境的变化集中体现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上，这种变化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源分配机制的改变，也即经济资源的配置从以

政府为主导的再分配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变（Nee, 1989）；二是政府不

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和施加全面的控制，而是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

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监督者和管理者的角色。需要注意的是，在制度环

境发生整体性变化的同时，由于改革在不同地区有所侧重以及各个地区

的先赋条件有所差别，造成各地区在资源配置方式和政府干预程度出

现差别，这在省、市和自治区层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樊纲等，2011）。

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省份，政府在制度环境的地位更为重要，除了掌

握对关键性资源（如土地、矿产、信贷、进出口配额）的再分配权力，

还可以通过制定重大发展战略以及行业政策影响市场机会，并且通过

控制行业准入门槛、项目审批、财政补贴、税收豁免以及提供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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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Li et al., 2008）。而且，这些地区制度规范不

健全、决策过程不透明和法律执行效率低下，加之长期缺乏对官员的权

力进行有效监督的机制，使得政府具有向公众或企业伸出“攫取之手”

（grabbing hand）的冲动和能力（Shleifer & Vishny, 2002）。因此，制度

环境不完善的地区，企业家的经营活动和普通公众的日常生活受到政府

的影响更大，而政府的回应能力相对不足。一方面，处于市场化水平低

的地区的民营企业更可能受到地方政府的歧视，在获取投资机会、政府

补贴、信贷资金以及进入高壁垒行业等方面很难与国有企业竞争（吴文

锋等，2008；余明桂、潘红波，2008；潘越等，2009；罗党论、唐清泉，

2009），同时也会遭遇变相掠夺，比如强制捐款、缴纳超额管理费以及

高频次的业务招待等（杨团、葛道顺，2009；杜兴强等，2010；魏下海等，

2015）。另一方面，普通公众的经济活动也受到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的

影响。Dou et al.（2019）利用 201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

当位于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时，人们会敏锐地感知到政府干预对创业产

生的风险会大于创业的预期收益，从而导致创业意愿下降，这使得地区

整体的创业活跃度不高。

（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政府回应

行政审批制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由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充分

体现了国家对资源的再分配权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全球化的发展

都需要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在这一背景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顺势展开，

其关键作用正是在于推动制度创新（王克稳，2013）。作为转变政府职

能的突破口，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核心任务是精简行政审批项目和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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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行政审批中心则是推进改革的组织载体（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等，

2012）。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局部的地方实践。在这一时期开始进行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的城市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比如深圳、江门、广州、东营、

阳江等，这些城市处于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

系更密切，为了增加外资企业注册审批而纷纷尝试建立了行政审批中心。

第二阶段起始于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之后。为了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

的形势，国务院于当年颁布了《国务院批转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

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发〔2001〕33 号 )，由此拉开了行政审批制度全

面改革的序幕。于 2004 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进一步

规范了政府行为，积极推动行政审批中心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标志着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迈出实质性的一步。第三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

深化改革的新时期。2013 年出台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进一步明确了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方向，提出要进一步减少和下放在投

资和生产经营活动方面的审批事项。截止到 2016 年，已经有 276 个地级

市建立了行政审批中心。截止到 2019 年，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削减

超 40%，取消、停征、减免中央和审计政府行政事业性收费超 1000 项，

企业开办、不动产登记等事项办理时间压缩 50% 以上。① 

经过近二十年的探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减

少了行政审批事项，简化了行政审批流程，提升了行政审批效率，以及

① 资 料 来 源：http://www.zqrb.cn/finance/hongguanjingji/2019-10-31/A1572462319481.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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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行政审批权力受到严格监督。同时，一些研究者指出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仍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片面求追求减少审批事项的数量而忽视审

批相对方的切身感受（艾琳等，2013），已经取消的审批事项出现反弹

（沈岿，2014），中央与地方改革不同步（宋雄伟，2017），以及权力

下放不到位以及权力下放后缺乏后续监管（孙彩红，2017）。尽管上述

问题在一定程度削弱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基层社会的实施效果，但整

体上起到了优化地方制度环境的作用。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角度来看，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了积极作用。例如，基于工业企

业数据库的一系列研究发现，设立行政审批中心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市

场进入率、创新能力、出口贸易额、国内销售额、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

效率（毕青苗等，2018；王永进、冯笑，2018；冯笑等，2018；张天华

等，2019；郭小年、邵宜航，2019；张天华等，2019）。另外一些针对

上市公司样本的研究发现，当企业所在城市设立行政审批中心之后，企

业的投资效率以及实际价值都出现了明显提升（孙艳阳，2019；范少君

等，2015）此外，也有研究者直接考察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地方营商

环境的影响。廖福崇（2019）对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

行政审批中心能够显著提高营商便利度，压缩开办企业登记财产的时间

和程序。除了地方的营商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

一项直接涉及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举措，其对政府工作绩效以及与之相

关的政治环境也具有积极作用。何文盛等（2019）对中国 15 个副省级城

市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以提升政府行政效率与绩

效水平，具体表现为政府规模的缩小，政府透明度的提升，行政规范的

加强以及政府管理效益的增加等四个方面，这对于压缩政府的寻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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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增强公众的知情权具有积极作用。

总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以大幅度优化地方的制度环境，改善政

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从而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可以使

普通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得到提高。在相对完备的制度环境中，政

府进行寻租和干预公众生活的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并且自身更注重服

务职能，因而更有可能对公众提出的诉求做出及时回应。据此，本文提

出的核心假设：

假设 1：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助于提高政府回应性。

假设 2：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会优化制度环境，进而提高政府回应性。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在副省级城市范围内考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政府回应的影

响，这出于三点考虑：（1）副省级城市政府在我国地方政府中处于次

高的行政层级，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承接上级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

关键中间环节，攸关省级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落实，其简政放权的力度

将直接影响到下级地市、县区政府的改革力度，因而以副省级政府为分

析对象对研究更有意义；（2）相较于省级政府，副省级政府与企业等

社会主体有更多的直接联系；（3）相对于地市级政府，副省级政府数

据更易获取。

本研究使用三类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第一类数据是人民网“地方领

导留言板”。该问政平台于 2006 年试运行，在 2008 年正式运行，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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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与其所在地区的领导干部进行政治互动提供了高效的平台。该平台运

行之后，引起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自 2009 年起已经有 19 个省建立

了定期和具体的工作机制来回应公众在“地方领导留言板”上表达的意

见，52 位省委书记和省长作出公开回应。截止到 2019 年 12 月，该问政

平台覆盖中国大陆地区全部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 333 座城市以及

2000 多个县（区），并且收到超过 120 万条来自网民提出的意见，地方

政府回复的数量超过 73 万。该数据库在获取政府回应的信息方面有很大

的优势。第一，“地方领导留言板”由中央媒体—人民网运营，与地方

政府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关联，因而所呈现的数据受到地方政府干扰的可

能性很小，这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公众意见的筛选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回

应时的选择性。第二，该平台的数据具有很高的透明度，会实时报告各

地区的累计留言和回复数量以及本年度的留言和回复数量，并且数据的

可得性很高。第三，该平台还采取多种技术手段来增加公众意见的公开性，

并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予以回复。例如，所有用户都可以公开看到所有

请愿和政府答复发布；这不仅使有共同不满的当地居民更容易找到彼此

和组织起来，也可以帮助地方领导人的政治上级了解公民对他们的下属

的评价。在某些情况下，人民网的新闻团队会从网民留言中寻找具有新

闻价值的线索并进行后续调查，调查结果会在中央媒体上发布。因此，

数据的公开性以及平台运营机构的独立性和重大影响力等优势，可以激

励地方官员关注公众在平台上提出的意见并予以回应。为便于数据分析，

本文从 120 多万条网友留言以及政府回复中随机抽取 769040 条数据，属

于副省级城市的样本规模为 61226。

第二类数据是中山大学徐现祥团队所整理的中国城市行政审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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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毕青苗等，2018）。该数据包含 316 个地级市和 15 个副省级城

市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时间、进驻部门数量、进驻事项数量、进驻窗口

数量等涉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信息。

第三类数据是副省级城市的统计年鉴资料、《中国律师统计年鉴》

和《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从中提取可能会影响政府回应的宏观变量。

由于中国副省级城市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时间范围是 2000 年到

2012 年，而“地方领导留言板”数据的时间范围是 2008 年至 2017 年，

所以本文构建了 2008—2017 年 15 个副省级城市的面板数据。

（二）变量说明

1. 因变量

政府回应性。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Meng, 2019），本文使用公众

意见回复率来测量政府对公众意见的回应情况。该变量构建方式是：在

数据的截止时间，如果政府对公众意见已经给予答复则编码为 1，否则

编码为 0。

2. 自变量

行政审批中心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组织载体，是地方政府的相关

部门审批事项的主要场所，它的设立往往标志着当地的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取得重大进展。参考已有文献的处理办法（Zhu & Zhang, 2016），本

文使用行政审批中心设立的时间差异作为测量指标，构建方法是：如果

城市建立行政审批中心的当年及其后年份赋值为 1，否则为 0。

3. 中介变量

本文从两个指标来测度副省级城市所在省份的制度环境：一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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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等（2011）的做法，选取《中国律师年鉴》中各省区市律师数目与

人口数之比作为测量指标。该指标的数值越大，表明公众的法律意识越

高，越倾向于通过律师维护权益，进而反映当地的法治化程度。二是参

考 Chen & Yan（2016）的做法，选取《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各省区每

万人拥有的社会团体数量作为测量指标。由于社会团体是社会资本的主

要表现形式（Putnam, 1993），所以该指标的数值越大，表明当地的社

会资本越发达，公众参与越活跃。

4. 控制变量

本文纳入了可能会影响政府回应的其他因素，主要包括：（1）城市

人均 GDP 和第三产业在 GDP 中的占比。这两个指标用于测量城市的经

济发展水平。因为在经济越发达的城市，政府的服务意识更强，对公众

意见的回应更及时；（2）城市人口规模。在人口越多的城市，向政府反

映意见的公众的基数越大，对政府施加的压力也更大，因而会促使政府

做出回应；（3）每万人行政复议数、政府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政

府消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这三个指标分别测量政府的行政规范程度、

政府经济效益和政府规模，并且它们在整体上反映政府绩效水平（何文

盛等，2019）；（4）城市。该指标用于测量区域效应。本文以沈阳市为

参照组设置了 14 个虚拟变量；（5）年份。该指标用于测度时间效应。

本文以 2008 年为参照组设置了 2009-2017 年共 8 个虚拟变量。

（三）分析策略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同时包含城市截面和时间序列的面板数据，为

估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可以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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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yit = β0 + β1Centerit +δControlit +Yearit +Cityit + µit   （1）

在公式（1）中，Replyit 表示副省级城市 i 的政府在 t 年对公众意

见的回复率。Centerit 是虚拟变量，用于度量副省级城市设立行政审批

中心的情况。Controlit 是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包括副省级城市 i 在

t 年的人均 GDP 对数、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人口规模的对数、

每万人行政复议数量、政府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和政府消费支出占

GDP的比重。Cityi 和 Yeart 分别是城市和年份的虚拟变量，μit 是误差项。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模型可以通过不同方法构建。本文根据 Hausman

检验结果选择使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 Model）或随机效应

（Random Effects Model）模型，并且报告了采用混合 OLS 模型估计

的结果作为对比。

除了估计设立行政审批中心对政府回应性的直接效应外，本文使

用针对面板数据的模型进行机制检验，即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否是通

过改变制度环境来促使政府回应公众意见的。最后，我们针对行政审

批制度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是否具有稳健性以及是否具有地区异质性

进行检验。

五、数据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图 1 展示了中国城市政府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历史趋势。中国

第一个行政审批中心在 1995 年成立，此后各地区建立行政审批中心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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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断增加，在 2000-2005 年间增长快速，尤其是在 2002 年的增长幅度

最大，当年建立行政审批中心的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量达到了 75 个。截

止到 2015 年，全国已经 33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建立了行政审批中心。表

2 呈现了中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时间。在 1990 年代，

仅有深圳和广州设立了行政审批中心，这可能与广东省处于改革开放的

前沿地带有关。大多数的副省级城市是在进入 21 世纪后开始设立行政审

批中心，其中有 11 个城市是在本世纪前十年内建立的，而厦门和武汉直

到 2012 年才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由此可见，无论一般的地级市还是更高

级别的副省级城市，设立行政审批中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明显的异

质性，即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各地区的推进程度和速度都存在很大的差

异，这使本研究可以运用统计模型估计是否设立行政审批中心对政府回

应的影响。

1995 1997 1999 2001 2003 2005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图 1 各地级市建立行政审批中心的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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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副省级城市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时间

城市 时间（年）

深圳市

广州市

杭州市

宁波市

大连市

长春市

济南市

哈尔滨市

成都市

沈阳市

青岛市

西安市

南京市

厦门市

武汉市

1995

1998

2000

2000

2002

2002

2002

2004

2004

2007

2009

2009

2011

2012

2012

表 3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在 2008−2017 年间，

副省级城市政府对公众意见的平均回复率是 39%，这表明政府回

应并不是十分理想，大部分的意见没有做出回应。副省级城市的

人均 GDP 接近 11 万元，第三产业在 GDP 中处于主导地位（超过

50%），人口规模超过 700 万。副省级城市的每万人行政复议数为

11 件，财政收入和财政指出占 GDP 的比重大约为 10% 和 12%。此外，

在副省级城市中，每万人拥有的律师数和社会团体数分别是 21 个和

2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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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政府回复率 .393 .383 0 1 123

人均 GDP（元） 111000 93527.72 23077.92 493000 123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50.269 5.918 40.15 67.11 123

人口规模（万） 703.202 237.67 173.67 1228.05 123

每万人行政复议数 11.005 10.522 1.402 56.064 123

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 .097 .028 .046 .207 123

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 .121 .041 .07 .5 123

每万人律师数 20.778 18.424 .07 83.476 123

每万人社会团体数 24.091 17.002 5.277 72.228 123

（二）主效应分析

本文以政府回复率作为因变量建立了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模型，由于

Hausman 检验的 P 值均小于 0.05，因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表 4

报告了设立行政审批中心对政府回应的影响结果，建模策略如下：首先仅

加入自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进而控制城市固定效应，最后再加入城市层

面的控制变量。模型 3的结果显示，行政审批中心变量的系数分别为 0.239，

且在 1% 水平上高度显著，这表明设立行政审批中心可以显著提高政府回

应公众意见的回复率。具体而言，在设立了行政审批中心后，副省级城市

政府对公众意见的回复率提高了 27%（0.25 = exp(0.239)−1）。因此，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显著提升了副省级城市政府回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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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行政审批中心设立对政府回应的影响结果

政府回复率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设立行政审批中心

人均 GDP

人口规模

 
第三产业占比

每万人行政复议数

财政收入占比

财政支出占比

年份固定效应

城市固定效应

常数项

0.229***
(0.055)

已控制

未控制

-0.036
(0.091)

0.229*** 
(0.055)

已控制

已控制

-0.036
(0.091)

0.239***
(0.063)
-0.137
(0.324)
-0.415
(0.349)
-0.000
(0.012)
-0.004
(0.004)
0.450

(1.456)
-0.103
(0.583)
已控制

已控制

4.133
(5.784)

样本量

R2
123

0.343

123

0.343

123

0.343

注：*、**、***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

稳健标准误，下同。

（三）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自变量

行政审批中心是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主要场所，其在具体运行过

程中的功能是负责对事项进行审批，因而一些研究者将审批事项视为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志（王澜明，2014）。本研究使用的中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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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审批中心数据库包含了“进驻审批事项数量”这一关键信息，使用混

合 OLS 估计其对政府回复率的影响结果呈现在表 5 中。可以看到，进驻

事项的系数为 0.005，且在 1% 水平上高度显著，这表明行政审批中心的

进驻事项越多，副省级城市政府对公众意见的回复率越高。因此，作为政

府简政放权的重要表现形式，事项审批的集中办理将有助于提高政府的回

应性。这一发现进一步支持了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作用是稳健的。

表 5  进驻事项对政府回复率的影响结果

政府回复率

模型 1

进驻事项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效应

城市固定效应

常数项

0.005***
(0.002)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3.650
(5.910)

样本量

R2
99

0.942

注：控制变量包括人均 GDP、人口规模、第三产业占比、每万人行政复

议数、财政收入占比和财政支出占比。下表同。 

2. 官员更替的影响

党政部门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主导力量，并且地方党委在权力体

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在城市层面，市委书记是真正的“一把手”，在当

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最关键的角色。已有研究表明，无论是省级

还是城市层面，党委书记的更替会带来地方政治环境的巨大变化（曹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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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2013；徐业坤等，2013），由此导致政府在换届前后的行为表现有

很大的差别，特别是保护公共利益方面的表现有很大的改善，比如发债

规模减少、环境质量提高、扩大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等（罗党论、佘国满，

2015；丁从明等，2015；郭峰、石庆玲，2017）。本文认为，副省级城

市的市委书记换届也可能会对政府回应公众意见产生影响，因而需要在

模型中纳入这一变量。为此，本文以市委书记更替来测量政府换届情况。

本文选择了择城网和百度百科等网络资料，手工整理了副省级城市的市

委书记在 2006—2017 年间的更替情况，并将其匹配到原始数据中。表 6

报告了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结果。可以看到，在控制了市委书记更

替的影响后，行政审批中心设立仍在 1% 水平上高度显著，并且系数值

与表 4 的结果保持一致。因此，本文所得到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以显

著促进政府回应的发现是稳健的。

表 6  稳健性检验（控制官员更替变量）

政府回复率

模型 1

行政审批中心设立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效应

城市固定效应

常数项

0.239***
(0.063)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3.839
(5.790)

样本量

R2
123

0.901

注：(1) * p < 0.10, ** p < 0.05, ***p < 0.01；(2) 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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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异质性分析

虽然副省级城市属于同一行政级别，但各自所在的地区是不同的。中国

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存在很大差别，可能导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政

府的影响存在地区性差异、对此，我们将全部样本分为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

区两个子样本，对二者分别进行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分析。表 7 的结果

显示，行政审批中心设立的系数仅在东部地区的样本中是显著为正的（系数

值是 0.236，p<0.01），但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样本中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

明行政审批中心设立仅对东部副省级城市政府（沈阳、大连、南京、杭州、

宁波、厦门、济南、青岛、广州、深圳）回应公众意见有正向影响，对中部

和西部的副省级城市（哈尔滨、长春、武汉、成都、西安）的影响并不明显。

因此，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政府回应的影响确实存在地区层面的异质性，这

很可能与各地区制度环境的完善程度有关，这需要通过机制分析进行验证。

表 7  分样本回归结果（地区）

政府回复率

东部 中部和西部

模型 1 模型 1

行政审批中心设立

控制变量

年份固定效应

城市固定效应

常数项

0.236***

(0.085)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1.630

(9.572)

0.086

(0.063)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10.573

(9.813)

样本量

R2
82

0.372

123

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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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用机制检验

公众在与政府互动的过程中需要付出一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即其因遵

守各种正式制度安排、法律规范以及条例政策而付出的成本。以往的研究发

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以降低各种形式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而提升企业

价值和创新能力（孙艳阳，2019；王永进、冯笑，2018）。在理论分析部分，

本文推测行政审批制度也可能是通过改善制度环境来促使政府回应公众意

见，并且由于证实了设立行政审批中心可以显著提升政府的回应性，因而这

一部分将对制度环境是否是作用机制进行检验。表8报告了具体的回归结果。

前三列和后三列的因变量分别是每万人社会团体数和每万人律师数，并且采

取了与表 4 相同的建模策略。模型 3 和模型 6 控制了随时间变化的城市层面

的因素，并加入了年份和城市的固定效应。在上述两个模型中，行政审批中

心设立的系数分别是 3.008 和 3.622，且在 5% 和 1% 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设

立行政审批中心后，副省级城市的制度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因此，在副省级

城市这一层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通过改善当地的制度环境来促使政府回

应公众意见的，这一发现印证了本文提出的核心假设。

表 8  机制分析结果

每万人社会团体数 每万人律师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行政审批中心设立 4.023*** 4.023*** 3.008** 2.693** 2.693** 3.622***
(1.399) (1.399) (1.264) (1.056) (1.056) (1.10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8.633*** 18.633*** -457.166*** 14.547*** 14.547*** -12.677
(1.315) (1.315) (86.149) (1.032) (1.032) (7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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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万人社会团体数 每万人律师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样本量 135 135 135 120 120 120
R2 0.423 0.423 0.634 0.661 0.661 0.706

六、结论与讨论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改革以来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变革的重要途径，也

是推进服务型建设的重要环节。在近二十年的改革历程中，中国各级政府

取消、下放和调整了大量的审批事项，显著缩短了审批流程，有力推动了

政府职能转变，使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向更加积极的方向

发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影响直接体现在政府职能层面，而公众是政府

最重要的服务对象，但鲜有文献考察这一系列制度改革对政府回应公众意

见的影响，大多数研究将关注点放在了企业和政府自身之上。在理论分析

的基础上，本文利用人民网地方领导数据库、中国城市行政审批中心数据

库以及统计年鉴资料构建了15个副省级城市在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对回应型政府建设的影

响。研究发现，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显著提高了政府对公众意见的回复率，

并且在采用替换自变量、控制官员更替的影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

结论仍然成立。但该政策效果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也即仅有东部地区

的副省级城市在设立了行政审批中心后可以提升政府的回应性，但中西部

地区的副省级城市设立行政审批中心后政府的回应性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最后，从影响机制上看，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显著改善了当地的制度环境，

从而为政府回应公众意见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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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结论可以为找寻回应型政府建设的路径提供一定的政策参考。

本文使用的数据基于网络问政平台，仅在这一种意见反映渠道上，地方政府

的回复率不足四成，这说明中国地方政府的回应性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此

外，长期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对公众意见的回应具有较强的“选择性”的特征

（Su & Meng, 2016），也即针对一些可能会引发社会不稳定的议题更为敏感，

回应也更加迅速。这种回应模式反映了维稳逻辑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占据

着核心地位，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影响中国政府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不过，本研究证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解决上述问

题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但其关键在于改善地方制度环境，这是激励和约束

政府行为的重要机制。目前，中国绝大部分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已经设立了行

政审批中心，但在未来继续推进行政审批中心的过程中需要增加行政审批中

心的进驻部门和审批事项的数量，完善行政审批中心职能，增强政府的服务

性职能，从而优化当地的制度环境，才能保证政府及时回应公众意见并予以

落实。但在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同时还需要解决一些可能存在的问

题，比如放权不彻底、已经下放的审批事项反弹、审批部门之间的配合度不

高等，才能提高改革的正向效果，实现政府的运行效率和回应能力的同步提

升。另外，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制度环境的完善程度与东部地区存在不小的差

距，因而有必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释放改革的制

度红利，从而缩小制度改革在地区层面的不平等效应。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首次考察了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对政府回应的影响。现有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效果的文献

主要关注的是改革的经济效益，也即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生产经营活

动的影响，但对改革本身的政治效益，也即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否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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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预期目标，则缺少实证层面的研究，而填补这方

面的空白将对找寻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新路径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

第二，本文针对政府回应能力差异提供了一个中观层面的制度解释。以往

采用制度视角分析政府回应能力的研究大多是在比较政治框架下展开的，

也即通过对比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府回应模式的差异来找寻原因，因而关

注的是处于宏观层面的政治体制的作用。本文则着眼于一国内部不同地区

的制度环境的变化以及彼此之间的差异，并以此来解释回应型政府的建设

成效所出现的差别。第三，本文进一步考察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位于不

同地区的政府回应能力的影响。通过识别改革效果所存在的地区异质性，

不仅能够印证本研究从区域层面的制度环境解释政府回应能力差异的合理

性，而且为缩小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效果上的差距提供

了政策依据，对于切实提高行政审批改革的整体政策效果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的不足之处也是比较明显的。第一，由于受到数据可得性的限制，

本文仅能从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情况来测度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但关于

改革的力度对政府回应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则不得而知；第二，随着互

联网的快速普及，中国各级政府纷纷实施电子政务，成立在线审批中心，

这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形式对回应型政府建设的影响值得进一步地探

索；第三，在本研究中，政府回应公众意见的场景仅发生在网络问政平

台中，但在现实中还存在不同的意见反映和回应渠道，因而在未来的研

究中可以将这方面的信息考虑进来；最后，本文基于现实的考虑选择副

省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尽管数据结果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假设，但还需

要纳入其他省会城市、地级市甚至是县城作为分析对象，从而增加结论的

解释力和推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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